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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IN THE NHRI RESEARCH LITERATURE 

 

 

摘要 
 

本報告旨在探討國家人權機構（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NHRIs）

之相關學術研究文獻。近年來該領域之研究快速擴展，並出現廣泛而分

歧的討論。其優點為：研究本身公正獨立且經過同儕評閱之程序，並同

時針對國家人權機構之作為提供外部分析式觀點。國家人權機構之效用

為本報告主要研究課題之一。 

 

透過上述文獻之分析，本報告提出幾項重要發現，其中包含數個橫跨30至

40年區間之定量縱貫性研究，而這些研究顯示國家人權機構能帶來各種正

面的效益。此外，在較為詳盡的定性研究中，針對特定國家人權機構及其

作為之研究結果，亦將於本報告中呈現。綜觀研究文獻之內容，可發現近

年來其重心由倡導提升國家人權機構效用之方法，逐漸轉為從實務面分析

國家人權機構之效用。 

 

國家人權機構效用相關研究，針對人權機構所在國家之國情，以及《巴黎

原則》（Paris Principles）對於促進國家人權機構效用之影響，皆有詳細

的探討。其中，一個國家人權機構在執行推動及保護工作上的成效，多半

取決於該機構所在國家之國情狀況。《巴黎原則》含有數個限制。 

 

本報告沿用研究文獻之看法，同時將國家人權機構視為「設施

（structures）」及「代理人（agents）」，並納入近期（2017年11月）為

評估國家人權機構效用所發展出的一套理論模型。本報告由研究文獻之內

容中，彙整出對於提升國家人權機構效用最為重要的四個要素，並以此為

全文作結。四要素茲列舉如下： 

 

1. 公共正當性（Public Legitimacy） 

2. 申訴處理之角色 

3. 全國性調查（包含調查及發表報告之職責） 

4. 機構正規防衛措施（Formal institutional safeguards，用於保護國家人權

機構免受外界壓力與威脅影響） 

 

此結論亦是在呼籲國家人權機構社群，盼其更加審慎且有系統地提升其效

用。2018年作為聯合國大會（UN General Assembly）採納《巴黎原則》的

第25周年，可謂是做出此項呼籲的適當時機。 



5 

 

 

 

引言 
 

 

 

本報告為針對國家人權機構（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NHRIs）

之相關研究文獻所進行之分析。上述文獻探討國家人權機構之成就及效

用，而本報告旨在從中擷取有用的結論。 

 

當前對於國家人權機構之研究，已累積數量龐大的資料，且持續增加中。

本報告彙整大量國家人權機構研究文獻，並以此作為基礎，「參考資料」

處列有180至190份研究國家人權機構之出版物（刊物、文選、專著，及

帶有研究性質的分析或政策報告）。如此龐大且具有實質性之資料若能

更加系統化地運用，不但能影響全球針對強化國家人權機構之討論及實

際作為，亦能藉此督促所述機構之營運團隊，使其善盡職責並達成目標。 

 

國家人權機構研究文獻具有兩項重要特色：獨立於機構外且經同儕評閱。

上述特色增加這些研究文獻的可信度，且有助於提升針對國家人權機構

效用之辯論。1這對國家人權機構社群中的辯論，以及外部行動者參與國

家人權機構之合作，皆有助益。 

 

再者，關於國家人權機構之研究目前涵蓋大量不同的研究方法、切入角

度、理論根據、地域、關注主題及研究目標，這種多樣性提升了從研究

文獻中所學之內容的可靠性。此研究領域自1990年代起漸趨成熟，藉著

將切入角度由敘述性轉為更具分析性的作法，不僅強化了研究的批判性，

也使其可信度更具正當性。最後，2018年係聯合國大會採納《巴黎原則》

的第25周年，以此作為擴展並鞏固國家人權機構知識庫的時機，再恰當

不過。 

 

指導性問題 

本報告試圖自國家人權機構研究文獻中擷取可用知識及內容。指導性問

題為：哪些是已知事項？在國家人權機構所處的國家背景中，能提取出

哪些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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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機構文獻之趨勢 
 

 

 

 

研究國家人權機構的文獻數量十分龐大。自2007年伊始，每年皆有許多

以國家人權機構為主題的研究出版（約6至10份出版物）。自2011年起，

幾乎每一年皆有針對國家人權機構的文選或博士論文發表，這些在在顯

示出該主題的研究已有加深之趨勢。其中雖能點出數位重要學者（Sonia 

Cardenas、Richard Carver、Tom Pegram與Rachel Murray），但此領域十

分多樣化，許多非西方世界的學者（Ken Setiawan、Obiora Chinedu 

Okufor、Beredugo Ayabaesin）也提供了重要的貢獻。 

 

近十年的出版量顯示，國家人權機構研究自1990年代《巴黎原則》受採

用後，便成功吸引興趣及關注。為求公平起見，須提及這類研究某種程

度上尚有更早的起源，即對監察使（Ombudsmen Institutions）職責所進

行之研究，該研究領域可追溯至1960年代末期。然而，國家人權機構作

為國內落實人權之機構的出現，方為推動這些機構獲得關注的主要因素。 

 

由於研究文獻數量龐大，使本報告得以對研究趨勢加以分析。評估國家

人權機構研究之地域性差異、關注主題及範圍是其中最具趣味之處。大

量的參考資料為此分析奠定了研究基礎。 

 

表1列出各地針對特定國家人權機構進行研究之文獻數量。該表紀錄之文

獻僅包含對單一國家人權機構進行之個案研究，或對特定國家人權機構

提供大量實質資訊之文獻。雖然其中確實有部分文獻採用區域性研究

（如：拉丁美洲監察使或亞太區域國家人權機構），但表1並未將其納入。

其原因是對於分析特定國家人權機構而言，這些文獻的資料過於龐雜。

此外，主題性的研究通常會提供關於國家人權機構實質作為的特定案例，

但若將其列入則稍嫌通用。分析之文獻涵蓋下列各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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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國家人權機構研究之地域性差異，1997年至2017年 

（以190筆文獻為基礎之統計結果） 

 

國家人權機構所在

之國家 

針對特定國家人
權機構之研究文
獻數量 

發表年份 

馬來西亞 7 2003, 2006, 2007, 2009, 2010, 2013, 2017 

印度 7 1998, 2000, 2000, 2001, 2003, 2005, 2013 

烏干達 7 2000, 2002, 2002, 2005, 2005, 2012, 2014 

迦納 6 2000, 2001, 2002, 2005, 2013, 2014 

南非 6 2000, 2002, 2002, 2003, 2012, 2014 

北愛爾蘭 5 1998, 2003,2005, 2007, 2009 

墨西哥 4 2005, 2007, 2008, 2012 

奈及利亞 4 2000, 2002, 2012, 2014 

印尼 3 2007, 2013, 2016 

秘魯 3 2008, 2011, 2017 

玻利維亞 3 2006, 2012, 2013 

菲律賓 3 2005, 2007, 2017 

丹麥 3 2005, 2009, 2013 

德國 3 2009, 2011, 2012 

肯亞 3 2004. 2005, 2010 

薩爾瓦多 2 2000, 2004 

哥倫比亞 2 2000, 2006 

衣索比亞 2 2000, 2013 

瓜地馬拉 2 2004, 2006 

阿根廷 2 2000, 2012 

澳洲 2 2005, 2015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

維納聯邦 

2 2007, 2009 

尼泊爾 2 2005, 2011 

喀麥隆 2 2000, 2013 

宏都拉斯 1 2000 

納米比亞 1 2000 

加拿大 1 2000 

馬拉威 1 2000 

哥斯大黎加 1 2000 

斯里蘭卡 1 1998 

台灣 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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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 1 2002 

香港 1 2003 

斐濟 1 2005 

尼加拉瓜 1 2006 

捷克 1 2009 

阿富汗 1 2005 

波蘭 1 2013 

日本 1 2017 

智利 1 2017 

共計40國   

 
 
 

馬來西亞、印度、烏干達、迦納、南非及北愛爾蘭為研究數量最多之區域。

秘魯、菲律賓、墨西哥、玻利維亞與奈及利亞則次之。雖然馬來西亞共計

有7份文獻（其中一份為2013年發表之博士論文），顯示針對該地區已有十

分詳盡的研究，但對於特定數量的國家人權機構而言，這些文獻的數量尚

不足以提供詳細、多元，進而更具代表性之見解。其中27處國家人權機構

在過去僅有1至2次被視作研究對象的紀錄，且於本報告分析之20年區段中，

這些研究多集中在早期階段。 

 

此處的數據雖然提供了一個有趣的概觀，但同時也凸顯出研究文獻數量本

身仍不足以對多數的國家人權機構提出綜合性的見解。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除喀麥隆的2份研究文獻外，西非地區（或可統稱為

法語非洲地區）皆未曾被當作研究對象，此區國家人權機構的相關經驗完

全被隔絕於研究範圍之外。這種情況形成一道令人擔憂的鴻溝，而此區相

關資料的缺乏，有可能扭曲一般對於國家人權機構的整體認知；國家人權

機構在執行作業與貫徹人權時所著重之議題，亦有可能遭到曲解。在研究

文獻中，這種次區域的（sub-regional）缺席現象與拉丁美洲機構強烈的存

在感形成對比。這是由於傳統上對於拉丁美洲監察使之研究較盛行，而其

相關資訊已併入國家人權機構研究的領域。 

 

表2針對國家人權機構研究所使用之主題進行分析。分析方法如下：首先，

根據各參考資料之標題，先行找出一關鍵字。這些關鍵字多為指示性單詞，

其用途為進行更精確的分析。下一步為閱覽專為本報告彙整之電子圖書館

中，所有文獻之摘要及引言（共計169份文獻），並從各文獻中分別選出3

至5個關鍵字詞。最終共有715筆關鍵字紀錄，而其中有162個不同的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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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多為主題性字詞，但亦有數個國家名稱字詞）。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

出現5次（含）以上之關鍵字詞依次數多寡排序： 

 
表2：國家人權機構研究之主題，1997年至2017年 

（以169份國家人權機構之研究文獻為基礎） 

 

排序 關鍵字 出現次數 

1. 效用 77 

2. 整體概述 59 

3. 國家人權機構之保護性角色 56 

4. 國家人權機構之獨立性 37 

5. 可歸責性/正當性 34 

6 申訴處理 27 

7. 監察使 23 

8. 合作夥伴與國家人權機構合作組織（包

含聯合國國家人權機構國際協調委員

會，ICC） 

23 

9. 人事任用 18 

10. 巴黎原則 17 

10. 經濟、社會與文化權 17 

12. 國家人權機構與聯合國人權系統 13 

13. 管理（國家性與全國性） 10 

13. 區域性概述（歐洲） 10 

13. 區域性概述（亞太） 10 

16. 印度 9 

17. 監控 8 

17. 結構（類型） 8 

17. 國家人權機構與區域性機制 8 

17. 烏干達 8 

17. 教育 8 

17. 馴化 8 

23. 馬來西亞 7 

23. 南非 7 

23. 迦納 7 

26. 合法性 5 

共計  514筆紀錄（其餘201
筆紀錄分別隸屬於其
他136個關鍵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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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分析中值得高度注意的是「效用」二字的出現次數十分頻繁，顯然是

最為重要的主題。位居第二的「整體概述」主要反映出長期以來，針對

國家人權機構撰寫與發表之介紹性或通用性文章，已累積可觀的數量，

然而相較於緊接在後的主題而言，這些內容的重要性並不高。接下來的

四個關鍵字詞分別為「國家人權機構之保護性角色」、「國家人權機構

之獨立性」、「可歸責性／正當性」及「申訴處理」，這些主題對於國

家人權機構能否正常運作，皆具有實質上的重要性，甚至與機構整體之

效用與否息息相關。表2對於研究國家人權機構時主要關注之議題，提供

了有趣的定量分析。接下來的報告會以偏向定性研究的方法，就文獻中

針對效用之發現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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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國家人權機構影響或效用之縱貫性研究 
 

 

 

 

嘗試設計一套能夠涵蓋較長時間區段的方法，是研究效果、效用或影響的

方式之一。身為最具影響力的國家人權機構學者之一，Sonia Cardenas曾

表示：「評估這些機構時，須採用具有高度中介性與長期性的觀點，來觀

察人權的演變及政府的合法性。」2針對國家人權機構進行長時間之觀察

通常並非研究者所選用的方法，因為此種作法對於研究者的後勤與財務之

來源，皆構成一大挑戰。然而，目前仍有少量文獻試圖分析橫跨30至40年

區段間，國家人權機構效用的演變。在此背景下，這些文獻可被視為縱貫

性研究。 

 

雖然此類研究的切入角度看似有趣，但也同時深具挑戰性。這些定量

研究相當倚重特定資料集，而這些資料集或多或少皆具有深入解答效

果或效用之相關問題的能力。於一份涵蓋16個拉丁美洲國家且歷時30

年之人權監察使研究中，Erika Moreno表示：「監察使的存在對於提升

教育、衛生與居所的可及性具有明確助益。」3這被認為是「統計上顯

著的正面效益」。該地區研究監察使之文件為數眾多，在此脈絡下，

Moreno進一步表示：「監察使促成改變之能力足以深刻影響民主制度，

以及大眾對於民主價值的判斷。」4這些發現極具野心，試圖以所謂的

相關性或因果關係為由，將其與推動民主制度這類更廣泛的結論做連

結。 

 

在一份名為「評估國家人權機構之影響，1981年至2004年」的全球研究中，

Wade M. Cole與Francisco O. Ramirez表示： 

 

「較強大的人權機構與較弱勢者相比，兩者所展現之效用並無顯著

差距。我們反而發現國家人權機構的功效事實上取決於不同權利

的實質結果，而非組織架構及權力。」5 

 

其中一項發現指出，在特定政治背景下，組織能力及強度，抑或是國家人權機構的策

略性營運方式，對該機構的效用皆無任何影響。即使這種說法似乎違背常理，但Cole

與Ramirez仍不斷提倡此一論點。他們將其與下列觀點相連結：「國家人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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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國家人權機構影響或效用之縱貫研究 

 
 
 
 
 

改善了身體完整性（physical integrity）權利之結果，但與公民及政治權利的

結果毫無關聯。」6此論點透露出幾個問題。首先，身體完整性權利本身即

屬於公民與政治權利，若將其排除在外，則與現行的人權分類方式及法律

不同調。Cole與Ramirez亦表示：「若組織存在越久代表其重要性越高，那

麼傳統監察使相較於人權監察使或人權委員會而言，應更具效能。」7然而，

傳統監察使之職權通常不涵蓋人權事務，或涵蓋之人權事務有限，因此在

人權領域中，其作用常被忽略或視為不存在。Cole與Ramirez似乎提出了相

當專斷的比較，其資料集之來源無視實際上更具備可比較性之定性評估方

式。儘管在研究辯論中，針對國際人權條約在國家實務上之影響，有其堅

實的基礎，該兩位學者似乎將自身的分析導向不怎麼穩固的基礎上，這是

由於他們的論點太過抽象，假設令人存疑，且缺乏基本的定性差異。全球

資料集代表著一個將分析推向通用化與抽象化的定量方法，它甚至使自身

與研究對象脫節（若研究對象仍為國家人權機構）。許多說法皆反映了此

一問題，例如： 

 

「國家人權機構首見於19世紀歐洲地區，其目的為調查所謂的政府

弊政案例。但其於近40年內快速擴張，同時亦於人權議題上獲得

明確授權。」8 

 

這種對於國家人權機構的看法背後暗藏著更大的定義性問題（見下文），且

同時產生了「真正被分析的事物是什麼？」，以及「這種分析是否真能闡明

國家人權機構之效用？」等問題。對後者的回答似乎是否定的。在能否精確

反映國家人權機構實際作為的層面上，該研究方法似乎是個絆腳石。2009年

由Jeong-Woo Koo與Francisco O. Ramirez所進行的相關研究，也顯示相同的問

題。其研究主題為1966年至2004年國家人權機構的全球性擴張現象。該研究

採用了社會學理論及資料處理方法，並套用了一些通用的假設檢定，然而其

標題雖然有趣，但對於國家人權機構作為的詳細見解卻十分有限。9 

 

不可諱言，這類縱貫性研究對於國家人權機構研究領域之貢獻甚微。為了

解國家人權機構的作為及其潛在效用，研究者試著進行更具深度之研究，

並增加資料詳盡度，同時縮短研究時程。然而有些研究，例如Moreno對於

拉丁美洲的探討等，具備了更為特定而精確的相關性，而這些研究著實應

受到重視。 

 

Ryan M. Welch在2017年發表於《人權期刊》（Journal of Human Rights）

的研究中，分析了《禁止酷刑公約》（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與

國家人權機構之間的關係。 



13 

 

 

評估國家人權機構影響或效用之縱貫性研究 

 
 
 
 

 

該研究針對1981年至2007年間，共計153個國家進行分析，並在「採行

《禁止酷刑公約》是否對國家有利？」之長久爭議上貢獻良多。Oona 

Hathaway等學者最初曾於2002年表示，其資料顯示國家在採行《禁止酷刑

公約》後，酷刑之情事反而有增無減。此主張於最初提出時，曾在人權的

辯論中引起不小的話題，亦持續成為辯論與研究的主題。Welch的資料分

析最終顯示「採行《禁止酷刑公約》且設有國家人權機構的國家，其國家

酷刑之情事較少」，且兩者間有因果關係：「本研究顯示，國家人權機構

有義務增加相關資訊，以利《禁止酷刑公約》發揮其功效。」10 Welch最後

下了一個正面的結論：「有鑑於對國家人權機構效用之關注常落在預算限

制上……，針對現有的國家人權機構進行投資，使其更有能力為國際公約

賦予意義，這種作法在提升國際間對於人權之尊重方面，是十分有效的策

略。」11 

 

此定量分析確實點出了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議題：實務上對國家人權機構之

定義與研究領域上所使用之定義有所出入，而這是非常重要的差異。雖然

從業人員傾向採行《巴黎原則》所使用的國家人權機構標準，以及聯合國

國家人權機構國際協調委員會（簡稱ICC，現稱「國家人權機構全球聯盟」，

簡稱為GANHRI）認證過程做出之決議，這種做法卻不受研究者歡迎。這是

因為研究切入的角度不受上述因素之影響，且無遵守該標準之義務，正如

Linda Reif所言： 

 

「人權研究者應意識到在不同環境脈絡下，國家人權機構的定義也

會有所不同，若有必要，研究者須超越定義上的疆界，以盡情探索

一國之中所有從事人權保護及推動的機構。」12 

 

上述對於國家人權機構的兩種認知皆應受到承認。然而問題在於，當國家

人權機構的名稱能如此互通而不做區分，那麼此名稱所代表的可能是完全

相異之機構類型。Cole與Ramirez確實模糊了討論的焦點，因而導致其針對

國家人權機構效用的論點（無論正反面）難以佐證。雖然縱貫性研究方式

確有其益處，但定量與定性研究之間的角力拉扯，以及雙方對於國家人權

機構效用之研究，何者更具代表性等優劣之爭，依舊未見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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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機構效用評估之背景 
 

 

 

 

研究文獻顯示，欲對國家人權機構效用進行可信之評估，須滿足數個重要

條件。其中一項重要議題旨在探討國家人權機構是否應對其效用負起全責。

釐清此一問題對整體辯述具有重要的影響。Ryan Goodman與Tom Pegram

於2012年完整地闡述了此一挑戰： 

 

「舉例而言，國家人權機構可能在監控人權侵犯方面表現良好，但媒

體及人權倡議組織等其他機構可能無法在該基礎上，持續有所作為。

國家人權機構在媒體之宣傳以及教育大眾認識其正當性方面，應參與

至何種程度？其他機構在這方面又該分擔多少責任？……在此框架下，

若這些輔助性角色未能遵循國家人權機構之建議，那麼這代表的並非

是國家人權機構本身的失責，而是反映出其他機構在滿足其民主或可

歸責性之功能上，力有未逮。在此認知之下，學術研究者與從業人員

應能更有效評估國家人權機構之潛在效用。」13 

 

這不僅是及時的提醒，同時也指出了一個根本的難題。第一項挑戰即是如

何定義及測量國家人權機構之效用，以及確立該如何要求國家人權機構在

各自的背景下對其效能負責。國家人權機構是在一個更廣泛的國家人權系

統內運作的國家實體，而此系統則運作於更大的政治背景之下，但此背景

往往嚴重限制了國家（與國際）人權行動者的作為。許多人曾論及此點，

Richard Carver與Alexey Korotaev於2007年寫道： 

 

「當然，國家人權機構活動之效能多半取決於該國民主體制及司法系

統的發展水平。國家人權機構的表現，通常無法優於該國機構發展

與效用的整體水準。它們必須一同發展與進步，但這之中又存在著

一種複雜的雙向關係：活躍、一致性高且有效率的國家人權機構可

對該國的民主發展提供莫大助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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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ver則於2010年用略為不同的方式表達道： 

 

「許多國家人權機構無法有效運作是不爭的事實，但與其說這

是國家人權機構內部的問題，不如說它反映出國家本身無法滿

足人權義務之事實。舉例來說，許多國家的司法機關獨立性不

足，但這並不妨礙它們扮演落實人權之角色。」15 

 

另一位潛心國家人權機構效用的研究者Rachel Murray亦附和上述觀點： 

 

「我們截至目前為止進行的研究清楚顯示，前述的任一因子皆無法

單獨達成提升國家人權機構效用之功能，唯有這些因子共存，方

能產生此效果。有些職責，如決定工作的優先順序及組織方法等，

雖明顯是國家人權機構本身的職責，但真正會大幅影響其效用的

因素，皆非機構本身所能控制。」16 

 

近期針對國家人權機構更為深入的研究中，有數項要點受到廣泛認同。 

 

首先，在研究設計、研究方法與研究分析中，應考量國家人權機構內外

部因素間的關係，以求公正而適當地回答關於效用之重要問題。其次，

政治背景的影響重大，在某些領域發揮良好效用或取得重要成果的國家

人權機構，有時可能因為政治勢力在行使職權時，覺得備受挑戰或備感

威脅，而使得國家人權機構之努力受挫或遭到削弱。國家人權機構之效

用並不能簡化成一則僅包含鞏固、擴張與改進策略定位之進步敘事。再

者，一般認為國家人權機構的獨立性、功能與可歸責性，對其正當性與

效用具有相當直接的影響。Meg Brodie於2015年表示，這段關係明顯有緊

張之處： 

 

「國家人權機構的概念中有一種固有的緊張關係：設立國家人權機構

的國家不會希望受一個獨立、有力且資源豐富的實體監督。……因此，

國家人權機構的實際職權常受到國家約束、限制或影響，而這導致國

家人權機構常被批評為無力或無法實際帶來改變。」17 

 

上述想法對國家人權機構社群而言絕不陌生，且國家人權機構已多次嘗試

利用區域網絡、能力建構倡議、國際同盟之建立，以及認證程序等合作方

式，試圖對抗此現實。然而，部分研究文獻強調，這些嘗試在確保效用方

面，有其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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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該領域的前從業人員，亦是目前最具批判性研究者之一的Peter 

Rosenblum於2012年表示： 

 

「由於與國家人權機構關係最密切的國際實體，包含聯合國國家人

權機構國際協調委員會及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OHCHR）在內，對國家

人權機構效用並不重視，因此少有外界壓力來督促這些機構展現任

何成果。」18 

 

Rosenblum繼續表示道： 

 

「試圖擴展國家人權機構數量、資源與可及性之推廣計畫，已影響

針對機構本身的實際分析，並削弱了系統性的評價。」19 

 

這或許再度引出了一些陳舊的議題，然而這些議題仍須獲得適當而清楚

的解答。隨著對國家人權機構效用的研究逐漸擴張，回答此問題已是勢

在必行：為什麼需要國家人權機構？Gauthier De Beco與Rachel Murray如

此問道： 

 

「作為聯合國的條約機構（treaty bodies），國家人權機構本身與公民

社會組織（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CSOs）不斷遊說各國建立國家人

權機構；而隨著全球國家人權機構數量之增長，有一個潛在的問題可能

就此被忽略：國家人權機構是否有設立的必要，以及它是否是人們所嚮

往的？各種針對國家人權機構的討論多圍繞在其是否合乎《巴黎原則》，

因而忽視了首要的問題，也就是它們是否真有設立之必要。」20 

 

若此問題是由國家人權機構的研究者所提出的，那麼最迫切需要回覆這個疑

問的，當屬國家人權機構實務面的作為了。此答覆能以實務上的經驗與證據

作為基礎，亦能奠基於國家人權機構研究面的論點與發現。Richard Carver提

醒了筆者，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人權工作面臨著一個重要且由

來已久的憂慮，而國家人權機構正是此憂慮的解決之道。他於2010年表達了

可能多數人都會認同的看法：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認為，正式條約義務與普通人對

人權的尊重之間，長久以來存在著實行上的落差，而國家人權機構

便是此一問題的解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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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國家人權機構效能之問題，至少自2000年開始便一直是研究的主題。然

而，當時提出的問題與現今稍有不同。部分研究文獻是由支持建立國家人權

機構之個人所主導的，而其中更有部分文獻係由該機構內部人員所撰寫。它

們彙整並分享經驗，且著重於機構之建構、組織與功能，而這些都是《巴黎

原則》對國家人權機構敘述最為清晰的幾個層面。 

 

由於全世界的國家人權機構皆視《巴黎原則》為設計之範本，因此該原

則亦成為研究領域的基礎。22這意味著它們在定義與推動效用的面向上，

有其重要的地位，但這些原則本身卻受到研究者的質疑。Gauthier de 

Beco與Rachel Murray於2015年寫道： 

 

「然而，《巴黎原則》本身也是受批評的對象。它們所關注的議題十

分狹隘，僅將重心置於影響國家人權機構設立之議題上，而不注重國

家人權機構的實際表現。」23 

 

Rachel Murray在這之前曾對此論點發表如下言論，並舉例說明《巴黎原則》

在適當評估效用之議題上，有哪些不足之處： 

 

「因此，一般認為《巴黎原則》過度拘泥於法律條文，而在他人應如

何將這些原則作為資源使用，以及這些原則對社會上最弱勢的族群

有多關注等議題上，著墨不多。」24 

 

在其2017年的著述中，Katerina Linos與Tom Pegram於推廣效用議題時，影

射了《巴黎原則》的局限性及其問題，為這一系列的辯論做出了貢獻。他

們對於《巴黎原則》架構的憂慮雖隱晦，卻直指其問題所在： 

 

「效用之量測應以國家人權機構改善人權保護的程度為評估之量尺，

而非以一份依眾人偏好的特點而設計之量表為依據。採用正規合法

性作為分級之標準將導致偏差風險。」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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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論清楚闡述了一個目前普遍認同的立場，同時也指出當前研究的走向。

這代表著跳脫《巴黎原則》加諸於國家人權機構辯論上的傳統框架和約束。

Linos與Pegram相信聯合國國家人權機構國際協調委員會（現稱「國家人權

機構全球聯盟」，GANHRI）已開始在認證過程中採納此種作法，他們如

此寫道：「升級或降級的基礎已漸漸轉為重視機構之效能而非機構之設

計。」26 



19 

 

 

國家人權機構效用之現況為何？ 
 

 

 

 

研究文獻內容反映出討論重點的轉變，而這個轉變可歸納如下。過去針對國

家人權機構效能所撰寫的文章，其關注焦點都是：如何提升國家人權機構運

作之效力？這個問題通常會導出以經驗為基礎的分析方式，亦即揉合了研究

與實務經驗，以供未來的研究參考。27近期的文獻中所提出的問題則採取較

具分析性的角度切入：國家人權機構效用之現況為何？28這種發展顯示國家

人權機構研究漸趨成熟。若說效用問題是長期以來針對國家人權機構之研究

最亟欲解決的問題也不為過。這也反映出了效用議題在目前的人權研究潮流

中，已取得一席之地。29 

 

2017年，運作中的國家人權機構共計約有121處（1990年代初期僅有約20

處）。在這121處國家人權機構當中，目前共有78處獲得「A級」評價，

這是國家人權機構全球聯盟中，專門進行定型化審查程序的小組委員會

所能給出的最高評價。如表1所示，其中僅有少數地區的國家人權機構被

記錄在研究文獻中。平心而論，這些研究確實對國家人權機構的作為、

經驗與挑戰提出了各種範例與軼事性的證據，雖然其內容未完整記錄於

該表中，但這些通常只是描述性的內容而非更詳盡的分析。欲更加完整

地回答與國家人權機構效用相關之議題時，便會發現這之中存在著代表

性不足的問題；即使眾多研究者同心協力，試圖彌補該落差，但研究證

據不足的問題依舊存在。 

 

Corina Lacatus於其博士論文中建立了數個資料集，盼從中找出國家人權機

構之設計與其強度之間的關係。30她針對6個設計面向進行研究，包括：(1)

法理獨立；(2)授權本質；(3)不受政府控制之自主性；(4)主要的實際職責；

(5)代表之多元性；(6)人事與財務資源。她也在更大的背景脈絡下，探討國

家人權機構的作為及其所獲得之支助的擴散、社會化及誘因設計。她使用

的資料主要來自於歐洲，雖然該資料值得深入閱讀，但她的發現實際上則

更為有趣。她在研究的最後明確指出下列主要發現： 

 

• 國際機構網絡在建立有力的國家機構上扮演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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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聯合國國家人權機構國際協調委員會認證程序的國家，其擁有高強

度國家人權機構的比例較高。 

 

• 因歐盟候選國身分而受其條件制約之國家，其國家人權機構擁有高強

度設計架構的比例亦較高。 

 

• 在解釋全球國家人權機構強而有力的設計模式方面，跨國程序可發揮關鍵

作用。 

 

• 一個地區內若高強度人權機構的密度較高，則政府設立更強力之國家

人權機構的機率亦較高。 

 

上述研究強調了同儕評閱與同儕網絡的價值，也顯示了投注於提升國家

人權機構能力的國際資金支助，對機構之強度帶來正面的影響。 

 

Sonia Cardenas認為，國家人權機構應同時被視為「設施」（structures）

及「代理人」（agents）： 

 

「作為『設施』，它們是社會互動與交流發生的場所；作為代理人，他

們『處理事務』。此概念面臨的挑戰是，必須在評估一個機構的影響

力時，同時掌握其雙重本質，亦即作為設施與代理人之雙重角色。」31 

 

這種分析上的區別助益良多，因為國家人權機構運作於更大的人權系統或

生態中。如前文所述，此定位會如何影響評估國家人權機構效用的方法，

已引起研究者的討論。 

 

在效用議題上，研究者已將國家人權機構作為「設施」這個概念納入討論。

表3列出了一部份研究者在這方面的發現。這些觀點並非僅是研究者對於國

家人權機構之應然的想像，而是奠基於詳盡的研究與分析之上，且應被視

作國家人權機構在人權保護上有何實質貢獻之研究結論。 



21 

國家人權機構效用之現況為何？ 

 

 

 

 
 
 

 

表3：國家人權機構效用之結構性與空間性特點 

 

「國家人權機構重新建構了廣大國家機器所運作之結構性背

景。」 
Cardenas 
(2014) 

「創建一個對不當行為進行公審的社會空間」 Brodie (2015); 

Cardenas 
(2014) 

「維護具包容性的民主政權所含之組成要素──一個穩定且

可執行的權利架構」 
Pegram (2010) 

「在公共領域中行使明確之道德權威於權利論述之上，進而

導致多次與人權準則相左的政策髮夾彎」 
Pegram (2010) 

「人權份子所面臨之政治機會結構中的一項組成要素」 Meyer (2012) 

「國家人權機構可以為集體行動建立象徵性和修辭性的基

礎，以構築一個平台供專家重申這些標準，並評估政府達成

標準之進展。」 

Meyer (2012) 

「監察使促成改變之能力足以深刻影響民主制度，以及大眾

對於民主價值的判斷」 
Moreno (2016) 

「酷刑如此司空慣見，有人將它稱之為一種『正常』的治國

之道……國家人權機構提供受害者一個宣洩不平的地方，好

讓其遠離施虐之國家機器。」 

Welch (2017) 

「在侵權者有罪不罰的氣氛下，時常爭取談判空間再重要不

過了。……藉由譴責國內及國際人權行動者在人權違反情事

上之失職，阿富汗獨立人權委員會（Afghan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Commission）證明了一個致力於提倡和保護人

權的國家機構，可以有效且具創造性地運用其職權，尤其在

公民社會太過無力、政府組織太過無能，難以替弱勢者發聲

的情況下。」 

Sajjad (2009) 

「國家人權機構在跨國人權體制中作為一個可能『失落的環

節』而受到注目……」 

Linos and 
Pegram 
(2017) 

「國家人權機構的一項特色就是它們所運作的空間：一個介

於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的假想空間。」 
Mertus (2009) 

「由人權賦予之權力使全體公民成為權利持有者、國家成為

責任承擔者，這讓國家人權機構所建立、監督之政體更能適

應新的衝突，並更有能力以和平的方式處理過往的侵權行

為，以及現今社群間的緊張關係。」 

Mertus (2009) 

 

這些都是國家人權機構在人權維護貢獻方面的重要結構性或空間性特點──

這些貢獻能產生極為顯著的影響；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們在「弱勢族群」的

保護上定位並不明確，而這正是國家人權機構應當在國家人權的促進及保護

上，發揮結構性與記載性作用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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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與國家人權機構效用 

研究文獻指出了國家人權機構工作上的一些特點，而這些特點可作為表

示或凸顯其效用的指標。以下將詳細說明其中的一些特點。 

 

公共正當性作為效用指標 

公共正當性被數名研究者視為效用指標，Anne Smith寫道：「公共正當性在

國家人權機構的聲望與可信度方面十分重要。」根據她的分析，「公共正

當性」時常與國家人權機構的可歸責性及獨立性一同被提及，而「獨立性

和可歸責性是多層次的概念，唯有藉由發掘各個概念中的層次相異之處，

才能反映出國家人權機構及其創立者所面臨的問題。」32 

 

這系列的論述有助於說明為何理解國家人權機構之效用議題如此具有挑

戰性，這需要多面向的分析才得以觸及其核心；具有廣泛國際法律標準

的綜合性人權框架也是其中一項影響因素。當一個國家人權機構牽扯到

廣大的利害關係人，其對於效能之看法將出現諸多分歧，並進而直接影

響大眾對國家人權機構效用的看法。國家人權機構在管理預算限制、決

定策略優先順序、發展能力和集中介入以產生最大的影響時，也必須考

量到公眾認知形成及傳播的過程，如Sonia Cardenas所解釋道： 

 

「由於國家人權機構在一系列議題上運作，須謹記一個領域中的效用

並不等同於其他領域中的效用。例如，一個在保障殘疾者權利方面特

別活躍的國家人權機構，或許在原住民人權的侵害上反應相對遲鈍。」
33 

 

Obiora Chinedu Okafor已發展出一套概念性框架，且試圖在其方法中納入公

共正當性，並用以評估國家人權機構之效能。在一次針對南非、烏干達，

與奈及利亞國家人權機構的評估中，Okafor以三個項目作為主要評估標準。

第一項標準是「極端法律主義」，檢驗的是國家人權機構在法律面與其他

較廣泛的職責上取得平衡的程度：一個國家人權機構是否「在組織框架、

體制自我意識與實踐中，太過看重其『類法院』的功能與特點」，還是它

同時也重視自身在教育及宣導上的功能。34第二項標準側重於「國家人權

機構對大眾機構關注之適當性」，目的在於檢視國家人權機構藉由與公民

社會合作以賦予對方權力時，其自身投入之程度與品質。第三項評估標準

的重點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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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研究之國家人權機構的法律架構及運作模式反映出與『苦難之聲』

間的關聯……而發出『苦難之聲』的是社會中最需要保護的族群，也

是社會中最脆弱，生存於缺乏人類自由或遭剝奪之底層地帶的人們。」
35 

 

Okafor的分析包含了一些重要且具高度同情心的發現。值得注意的是，

儘管這三個委員會皆推行明確而有意義的反貧困工作，Okafor仍得到這

樣的結論：這些委員會與它們各自所處的國家中那些不斷乞求救濟的

「苦難之聲」之間，仍存在著顯著的概念性與實質性鴻溝。36 Okafor的

框架或許會面臨相當主觀的批評，但其確實從誠實的角度嘗試去探討應

如何進行實際的評估。最有趣的是，這項研究提取出一套圍繞著國家人

權機構效用的因果關係，該關係可簡化如下： 

 

公共正當性可信度增強遊說與對政府施壓之能力國家人權機構

效用37 

 

有趣的是，2009年Tazreena Sajjad在一篇出色的文章中，針對阿富汗獨立

人權委員會及其在轉型正義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討論時，得到了相

似的關聯性。在Sajjad的文章中，以下要素之間雖未必有直接的因果關係，

但它們之間仍有著直接的關聯性：可信度正當性可歸責性國家人

權機構效用。在此背景下，獨立性被視為一個關鍵目標，而如何確保這

些要素則成了一項挑戰。38 

 

此處根本的重點在於，一般人對於國家人權機構的認知，在討論國家人權

機構之效用及助其運作之要素的問題方面，影響甚鉅。在其2009年出版的

書籍中，Julie Mertus以國家人權機構能夠「保持相關性」之程度多寡作為

主要的研究問題。39就如同正當性與效用彼此相連結，圍繞著相關性的認知

與效用之間也應是同樣的關係。 

 

國家人權機構之申訴處理──增進效用的機會 

國家人權機構申訴處理的角色似乎是攸關其組織效用最重要的功能之一，

然而這並不是一個簡單明瞭的議題。其一，申訴處理在《巴黎原則》中並

沒有被列為國家人權機構的正式職責之一，而是僅被列為非必要項目；這

賦予其一種不確定的地位，使得獨裁且較不重視人權的政府可以輕易地選

擇忽略它。其二，如果一個國家人權機構有申訴處理之職責，則有可能冒

著過度重視個人申訴案件的風險：因為沒有在申訴角色之扮演上，建立一

套系統化、策略化的方法，最後導致在此職權限制下，對超量的申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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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堪負荷。儘管如此，最新的綜合研究清楚顯示，處理個別申訴案件的權

力「與組織的效用相關」。40秘魯的監察使就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他們的案

件量成長了八倍之多──從1997年的16.438件成長為2016年的 

130.616件──這正是因為他們在成功處理數量龐大的申訴案件時，證明了

自己的價值，並且利用這些案件識別出與系統性人權侵犯行為相關之議題，

從而採取實際行動以處理這些問題。如Linos和Pengram所述： 

 

「在一個傳統上政府忽視代議制民主之制度面的國家中，國家人權機

構官員藉由鼓勵人民爭取『申訴權』以獲得與公共行政抗衡之權力，

對文化產生了強而有力的影響。」41 

 

值得注意的是Linos和Pengram不只是討論國家人權機構的效用，還論及了國

家人權機構實際上的「文化影響」。 

 

秘魯監察使（於秘魯稱作Defensoría del Pueblo）之所以能成功履行其職

責，是由於其具備了公共正當性且受到人民的尊重。Pegram曾讚許監察

使自1990年代起，即扮演著維護「一個穩定且可執行之權利架構」，並

以此抵禦強大政治阻力的主要幕後推手。42 

 

這些成就也與秘魯監察使權力下放的結構與運作方式有關，它們的辦公處

遍布於國內各地，不僅向人民敞開大門，並且視其組織之親民性為優先處

理事項。如同Pegram所指出，監察使「被視作秘魯國內唯一可信的調解

者」，他也以一項非政府組織代表人的軼事作為例子： 

 

「監察使使命必達，即便是警察不願去的地方也一樣，例如2004年

發生在普諾市（Puno）的衝突中，警方要求監察使先行進入衝突區；

而在伊拉韋市（Ilave）的案例中，當其他組織一律拒絕幫忙時，人

民親眼目睹監察使的到來及努力。」43 

 

監察使在處理社會衝突方面，之所以能成就這般的認同感及奠定其角色定

位，主要可歸功於數個因素；其中可以確定的是，申訴處理職權與調查權

力之間的連結共同構築了一個重要的平台，而該平台讓監察使得以建立其

工作模式、確立其正當性以及確保其效用。 

 

全國性調查：提升效用的方法 

Meg Brodie提出了一個深具說服力的論述，她指出全國性調查之進行是國家

人權機構將其可能相當有限的職責轉換為有效改變國內人權環境的最佳辦法

之一。她的研究著重在澳洲人權委員會（Australian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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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始於1990年代的工作之上，該研究同時也記錄了其他國家人

權機構如何利用這種方法及程序進一步推動人權工作。這些機構多屬於亞

太地區，如蒙古人權委員會（Mongol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等。澳

洲人權委員會發展出一套全國性調查方法，為的是「尋找創新方法以解決

系統性人權侵犯行為，並且實現人權保護及推廣的職責」。44該委員會將全

國性調查視為實現其國家人權機構職責最有效的辦法之一。全國性調查不

只是單純進行研究，並發表一篇記載重要發現與政策建議的報告書而已，

它必須伴隨著一套縝密的方法學架構與流程設計。Brodie提出了國家人權機

構進行有效調查的三項要素。他表示，全國性調查是： 

 

1. 一個公共程序（同時關注利害關係人的參與以及大眾意識的提升） 

 

2. 具關聯性的（重視對話，同時尋求各個利害關係人的意見，包括侵權者

以及被侵權者） 

 
3. 變化導向的（解決侵權行為的系統性成因以及促進人權之內化）45 

 

申訴處理的角色與選擇進行全國性調查之間存在著重要的聯繫；前者

提供國家人權機構一個機會，從個別申訴案件中辨識出值得更進一步

進行系統化檢視的趨勢。Brodie提出這類調查對於國家人權機構的貢獻：

它們可能是鞏固國家人權機構作為人權行動者角色的重要活動，同時

有助於國家人權機構提升大眾對其能力的認識。全國性調查還能讓國

家人權機構得以針對系統性侵權行為之證據，以及改變事項之設定進

行回應，更可以允許一個國家人權機構充分運用其職責、功能及權力。

Brodie進一步強調全國性調查的進行方式取決於調查的主題，亦即「不

同的侵權行為需要不同的解決辦法」。46不過，調查之進行有四個普遍

且容易辨識的面向：資料收集、利害關係人的持續參與、公共宣傳，

以及調查結果之呈現。最終的成果至少滿足五項提升國家人權機構效

用之訴求： 

 

「在調查流程的結尾，國家人權機構會準備一份報告呈交給政府、向國

會提案，並最終向大眾發表。報告有五項重要功能：其一，它記錄了人

權侵犯行為的證據；其二，它提供受害者一個發聲及傾訴其故事的平台；

其三，它是國家人權機構用以提出改變及補救建議的機制；其四，它是

教育大眾人權議題及改變情形的工具；其五，它提供倡議者可信的資料，

以供其在國家人權機構的工作範疇之外，持續提倡改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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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機構效用之現況為何？ 

 

 

 

 
 
 

 

全國性調查在各種不同的人權領域中皆證實其價值，且在公共意識及立法

方面皆展現顯著的成效。2007年出版了一份針對同性伴侶所面對之歧視的

報告，該報告是以澳洲人權委員會在2006年所發起之全國性調查為依據，

其中記錄了同性伴侶在就業、勞工賠償、納稅、社會安全、榮民權利、健

康照護、家庭法、退休金、老年照護，以及移民等各方面遭受之歧視。在

一次針對全國性調查之潛在效用的說明中，這項報告促成了大規模的法律

改革，多達85項聯邦法條被重新修訂。48 

 

全國性調查方法依其所調查之主題及調查之廣度，可能會是一項廣泛且耗時

的流程，可想而知，它應該被應用在重要的策略性議題上。然而同樣重要的

是，我們可以從調查方法、流程及結果中，為國家人權機構的其他報告（例

如年度報告或者其他的主題報告）汲取經驗，這些也可能成為保護與促進人

權，以及提升國家人權機構效用的重要貢獻。不過從研究文獻中無法判斷這

些報告為達到此目標，進行了何種程度的優化。其他的主題報告在小規模上

或許有潛能媲美全國性調查。 

 

至於國家人權機構年度報告，一項針對五個國家人權機構的報告進行評

估之研究顯示，這種類型的報告在提高大眾意識與吸引其注意方面，尚

未發展完全。國家人權機構年度報告的策略性資訊常被低估其價值，導

致運用該資訊以提升國家人權機構效用之潛能無法正常發揮。其中有許

多不錯的實務面特點，但卻缺乏應用的機會。年度報告或許能夠作為提

升國家人權機構效用的一種方式──至少下文所述的效用理論模型證實

確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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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機構效用之理論模型

（「機構正規防衛措施 」） 
 

 

Katerina Linos與Thomas Pegram在與學者及從業人員深入研究與討論後，針

對國家人權機構效用發展出一套理論模型。據他們所言，該模型之所以著重

於機構的正規設計架構，是因為許多管理法規的相關文獻皆指出「擁有正規

防衛措施的組織通常比沒有防衛措施的組織更具效力」。49他們認為此論點

亦適用於獨裁政體或具挑戰性的政權體系，故該模型在國家人權機構所運作

的各種環境中，有其相關性。因此，該模型可應用的國情環境包含：對推動

人權貢獻良多的國家人權機構所在之國家，以及為了回應國際壓力而「建立

一個『虛假的』國家人權機構，卻不授予其執行監控工作之權力」的國家。
50 

 

該模型將研究中的關鍵主題──獨立性、可歸責性與效用緊密連結；而與

實務經驗關係密切成為該模型的一大優勢。該模型同時亦與《巴黎原則》

有諸多關聯，惟其較為強調申訴與調查的角色。該模型可作為核對清單，

也可替指標的發展提供資訊，亦可作為發展特定能力建構的綱領，以強化

國家人權機構之功能與效用。Linos與Pegram將其分析與國家人權機構全球

聯盟認證小組委員會近期的嘗試連結在一起，以作為加強評估國家人權機

構效能時的指導性原則，以及強化自身在這方面的評價程序。該模型是最

詳盡、最新近的嘗試，旨在概念化如何才能實現國家人權機構之效用。因

此，本文為進一步考慮其適用性與相關性，特將其納入此處。該模型將18

項「機構正規防衛措施」分為4大類，如表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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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機構效用之理論模型（「機構正規防衛措施 」） 

 
 
 
 
 

表5：提升國家人權機構效用之機構正規防衛措施 

 

獨立性防衛措施 解釋 

合憲或合法 依憲法或法律建立的國家人權機構，其相關
章程修訂不易，地位更形穩固 

禁止無故解聘 僅以合理事由解雇員工方能保障國家人權
機構之獨立性 

豁免權 追訴豁免權能保障國家人權機構領導人的獨立
性 

無政府代表 政府代表可能有損國家人權機構之自主性
與獨立性 

不受行政機關任命 受行政機關任命的國家人權機構官員在獨
立性方面有受限之可能 

調查防衛措施 解釋 

調查權 若國家人權機構能自行發起調查，便可居
於主動地位，這與司法機關僅具被動回應
之功能形成對比 

得要求提交證據或
證言 

強化調查與申訴處理權力 

安全設施 有權監督監獄使國家人權機構能夠監控可
能嚴重侵害人權之場所 

得提交訴狀 促進弱勢族群以司法體制解決問題的機會 

個人申訴案件 擁有聽取個人申訴之權力，使國家人權機構
能直接接觸個人 

強制執行力 擁有強制執行力能使國家人權機構之決議加速
實行 

推廣防衛措施 解釋 

對立法內容提出建議 協助維持國內立法與人權準則之一致性 

年度報告 有助於公眾輿論對國內人權狀況的關注 

教育與推廣 對政府機關、教育機構及公民社會推廣人權 

包容性防衛措施 解釋 

職權寬廣 廣泛維護人權，包含社會、經濟與文化
權 

與國際人權法規同步 允許國家人權機構協助調整國內法律，以
維持與國際人權準則之一致性 

與國際組織合作 幫助國家人權機構與國際組織相連結 

公民社會代表 公民社會代表能促進國家人權機構與各
種公民社會團體間的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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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報告記錄了在國家人權機構的相關學術文獻中，效用問題經常是被討

論的重點。效用業已成為重要的議題之一，而針對此議題之討論存在著

若干重要的文獻。國家人權機構從業人員與其他利害關係人，可從研究

此領域最出色之文獻中汲取知識和靈感。本報告獨立與經同儕評閱的特

色，使其相較於國家人權機構或其支持團體所發表的相關報告或自我評

估而言，更具額外的價值。 

 

討論國家人權機構的文獻數量龐大，其中包含約180至190份學術出版物

（刊物、文選、專著等）。然而，本報告中針對地域的分析顯示，法語非

洲地區完全遭到忽視。該區域國家人權機構的經驗、成就與挑戰，完全

未見於學術研究世界針對國家人權機構故事所做的描述中。研究者應將

此現象銘記於心。一般而言，僅有極少數的國家人權機構受到充分的研

究，而這導向一個更大的問題：雖然學術研究中涵蓋了許多重要的分析

觀點與發現，但由於國家人權機構在各地大幅擴張與分化，對於當前運

作中的大量國家人權機構而言，目前相關的研究資料已顯現出代表性不

足的問題。即使此問題存在，但當前仍未有任何文獻至少試著以一定程

度的分析連貫性，去系統性地記錄國家人權機構的經驗、貢獻與效用。 

 

文獻中有少數研究是關於某些學者試圖在橫跨30至40年的時間區段內，針

對國家人權機構的效用或影響進行紀錄。雖此處所述之國家人權機構，其

定義較《巴黎原則》所揭示者為廣，但針對國家人權機構在此期間所做出

之正向貢獻方面，部分研究仍揭露出一些有趣的發現。由於這些研究仍夾

帶一些正面訊息，因此有必要進一步了解其資料之有效性，以及其所採用

之研究方法為何。 

 
在效用之評估方面，學者們清楚認識到：國家人權機構是在更大的政治背景

下運作，而且該背景往往相當複雜。欲分析並了解國家人權機構在催生效用

上的成敗時，便不能不將這些外部因素納入考量。而據本報告所記錄的各個

學者所言，此評估過程十分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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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然而，國家人權機構這般複雜或者說暴露在外的地位，說明了它們同時也

扮演著一個更巨大且更為有趣的角色。國家人權機構不應僅被視為人權事

務中善於或不善於「處理事務」的代理人。這些機構在其更大的國家人權

系統中，亦可視為「設施」或社會及政治「空間」。理解這種二元性有其

重要性，組織的效用與其政治或系統背景密不可分。 

 

本報告特別聚焦於四個可能在產生效用上最為重要的要素，茲列舉如下： 

 
1. 公共正當性 

 
2. 申訴處理之角色 

 
3. 全國性調查（包含調查及發表報告之職責） 

 
4. 機構正規防衛措施（用於保護國家人權機構免受外界壓力與威脅影響） 

 
此領域的兩位著名學者Katerina Linos與Tom Pegram，在2017年於其所發展

出的更為大型之理論架構中，對第4個要素進行了詳細的闡述。該架構可

作為未來討論或改進之重點，並有機會於實務上應用。對於1995年聯合國

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所提出的六個「有效因素」，即：獨立性、明確

的管轄權與適當的權力、可及性、合作、運作效率，以及可歸責性而言，

這兩位學者的理論顯然是極具價值之更新和擴展。比較現存的各種效用架

構並探討其實用性，或許有嘗試一做的價值。 

 

除認證小組委員會所做的一切努力外，國家人權機構全球聯盟在回應廣泛的

人權事務效用之討論上，確實做的不多。在發展策略性資訊能力方面，它們

似乎並無進行任何投資，亦未發展出任何能詳細記錄國家人權機構成果與成

就的系統性方法。問題在於，這項不足之處是否會延續下去？而國家人權機

構社群是否不應該尋求更積極的管道來針對其成員之作為、效用與成就，形

塑出一個規模更大、更注重結果的敘事？傑出的人權學者Kathryn Sikkink於

2017年出版的最新著作中，呼籲人權領域的行動者一同發展所謂的「效用政

治」。她指的是要拋棄資訊政治等傳統運作模式，轉而重視「了解改善人權

方面行之有效的技術與運動」。51 Sikkink認為在該辯論中，人權工作的批評

者長久以來過得太愜意了，而她的論點正是針對這個現象所做的直接回應。

根據她的分析，他們使用了有缺陷的資料，並想藉此全身而退。倘若人權行

動者不實際參與此辯論，其將付出之代價為何尚不得而知，但無庸置疑地，

該代價至關重要。他們應當詳加做記錄並加以維護，且內容應誠實反映其不

足之處，以保護未來人權工作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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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機構社群截至目前為止對效用議題的關注度顯然不足。然而，

這並不代表在該領域上缺少真正傑出的成果，但這也可能意味著某些缺

乏同理心的人權行動者，能夠決定並掌控對於國家人權機構之投資是否

有其價值的相關論述。因此，2018年作為聯合國大會採納《巴黎原則》

的第25周年，效用問題似乎是國家人權機構社群應更加關注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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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灰色文獻」，例如：捐贈者對於支助國家人權機構的評價，以及其

他未發表的或半官方式的報告；然而，這些存在宛如影子般的文獻仍有

可能提供與效用議題高度相關的見解。 

2 Sonia Cardenas (2012),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nd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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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iance, and Social Change: Assessing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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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owerment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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